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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侨学者的离退休或过世, 通晓当地语言和国情的学者日益减少, 影响了专著的广度和深度;















前三十年的华侨研究, 规模很小, 多属于 /内部研究0,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并非没有意义。
新中国重视侨务工作, 对华侨问题的研究也较早提上议事日程。1956 年建立了专门从事华侨问
题研究的正厅级单位 ) ) )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1958年建立了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等。这些
研究机构有熟悉海外侨情又通晓多种语言的研究队伍, 许多研究人员是当时的 /海归派0。为了
及时了解海外情况, 在外汇稀缺的年代, 中侨委专门为南洋研究所购置了大批外文图书和港台书
刊, 并长年订购 160余种外报外刊, 还设立专门的海关信箱迅速通关。在这种情况下, 以南洋研
究所等机构为代表的研究, 使战后处于停滞状态的华侨研究得以恢复, 并出现一批代表性成果。
例如, 在侨乡社会研究方面,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进行的 /晋江地区华侨出国原因调查0 以及厦
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和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合作进行的 /契约华工史0 调查, 都留下了弥补珍贵
的侨史资料; 南洋研究所进行的 /近代华侨对国内投资情况0 调查, 形成了至今仍是华侨投资史
最系统、最完整的资料, 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在配合外交斗争方面, 研究人员撰写了数篇论
文在报刊化名发表, 驳斥印尼排华的种种谬论, 还最早开展我国南海领土主权的研究, 直接参与
了捍卫祖国领土的斗争。在出版方面, 南洋研究所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刊物上发表的
文章和译文, 大量是有关华侨问题的内容。南洋研究所于 1956年创刊的 5南洋问题资料译丛6,
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国际问题研究刊物之一, 及时译载了国外的华侨研究和东南亚研究名著,
例如帕塞尔 (巴素) 的 5东南亚的中国人6、史金纳 (施坚雅) 的 5泰国华侨: 史的分析6 等,
为封闭状态下的华侨研究带来一丝新意, 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学术阶梯。但是, 前三十年的研
究也有明显缺憾: 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大背景, 华侨研究被认定为涉外 /敏感0 工作, 大量研究成
果最终被束之高阁, 公开出版的华侨华人研究著作为零记录, 以致使人感到前三十年的华侨研究
不值一谈。实际上,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研究人员以有限的资源, 也为华侨华人研究写下一段
值得回味的篇章。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 华侨华人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研究的大环境越来越宽松, 研究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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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条件也越来越好, 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因此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一幅崭
新的研究图景已呈现在世人面前, /文革0 前华侨研究成果的 /三多0、/三少0 (即 /外国的多,
中国的少; 台湾的多, 大陆的少; 历史的多, 现状的少0) 现象已基本改观。那么, /新图景0 具
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从现象上看:












养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硕士、博士, 还有一批学有所成的新 /海归派0 也加入研究行列, 成为研
究华侨华人问题的新兴力量。
从研究特点看:
1. 从传统的史学领域研究转向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 研究的重









局限性, /文革0 前的研究基本上属于 /封闭式0 的国内研究。改革开放后, 大量的外国研究成




3. 从狭隘的 /中国中心论0 立场转向海外华人的立场来开展研究。近代以来, 华侨华人与
中国 (祖籍国) 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海外华人社会的巨







剧增长, 所谓 /新移民0 群体已分布于世界各地, 这些都给华侨华人研究提出了不少新课题, 尤
其是关系到政策制定和实践方面的课题更形紧迫。例如关于华侨华人投资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和
完善, 对待新移民的方针政策, 对海外中国公民正当权益的保护措施等等, 已与不少学者的研究
结合起来, 使改革开放后的研究成果, 在实践性方面大为增强。
以上研究特点, 归纳起来就是多学科性、开放性、互利性、实践性。总之, 两个三十年相

















然而, 任何研究都须有体现其科学性的学理规范, 方能繁荣学术和为社会现实服务, 否则只
能是意识形态的宣传。
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 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肇始于清末, 发展于民国时期, 受挫于 20世纪





种, 论文数千篇, 但很多著作与论文未能充分了解和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 或未能搜集新
资料与信息, 仍有低水平重复现象。
相对能力和条件而言, 更为严重的是, 当前研究者多持急功近利的研究态度, 不愿投入较多
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创新性研究, 产出精品研究成果。应当说, 近年来, 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经
费和科研条件有较大提高, 与国际同行的交流相当频繁, 数据化图书馆也为研究者的资讯搜集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但这些有利条件仍未能在研究成果上得到明显体现。
应当说, 急功近利的治学态度并非仅存在于华侨华人研究领域。近十多年来, 由于社会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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